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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没试过三代同堂，从小爷爷奶奶不同住，外公外婆生前住怡保。小时候，语言环境单纯，

在家讲广东话，出外多数拜访嫲嫲叔叔伯伯姑姑，也讲广东话。邻居虽然只有正对面的是广东家

庭，其他邻居都跟我们家小孩子讲广东话。晚饭后在餐桌上写功课，眼睛看书本，耳朵则听着

“丽的呼声”里李大傻讲广东鬼故事。夜里从房间门缝跟姐妹弟弟人叠人偷看的电视节目，也是

讲广东话的香港连续剧。那时住大巴窑一房半厅，邻居多，也靠得近，对面是广东阿嫂，过了楼

梯口住有妈妈口中的“上海婆”，印象中还有客家人和福建人，因此虽然走廊上萦绕的音韵夹杂

多种语言，但印象中没有沟通的问题，但不管多努力想，却总想不起我们到底跟邻居的小孩用什

么语言交谈。  

 

上小学不久，国家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家庭语言不知不觉起了变化。我们五个懵懂小孩在

学校初识“母语”与“方言”，再把信息带回家。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妈妈说大家要在家里多

讲华语。而没正式念过书的她，竟然很快就学会了简单的华语会话。爸爸由于打的是家庭工，天

天见的是亲戚熟友，工作和家庭语言仍以广东话为主。这跟语言人类学家苏珊·齐（Susan Gal）

于 70 年代末在匈牙利做田野调查时所观察的情况类似，就是女性往往引领语言潮流，率先接受并

使用外来的、社会地位较高的语言，以便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一般出现在男女不平

等的社会里；而男人则多半较安于现状，通过坚守语言习惯来巩固自己在家中或社会的地位。另

有研究提出，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也可能借由使用“非官方”语言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慨和

叛逆。我想我爸纯粹是因为工作和生活环境并没迫使他一定得改变使用了大半生的语言习惯。多

年后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跟他一样的例子。  

 

我爸最后还是顺应了时局。那一阵子，从美国拨电回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人跟我讲广东话了，

怎么知道一句广东话过去，回应的却是华语，心里是无奈又好奇，不知道我爸在这把年纪为何转

换语言习惯。后来有机会问他，原来他退休后跟我妈参加邻里乐龄活动，让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

这个官方母语，再加上我妈已习惯在家讲华语，老爸的退休新生活不知不觉就被华语占据了。另

外，五个子女中有三个不是嫁广东人，同种不同宗，华语顺理成章成了共同的沟通语。 

  

而我妈呢？她更厉害了，除华语外，她现在讲福建话比讲广东话更溜！因为她参加的乐龄活

动中，有许多讲福建话的婆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发现，人到老年，往往会在语言上“返璞归

真”，用回自己最熟悉舒服的语言，而不需要再为谋事谋人而使用官方或工作语，男女均同。我

妈碰到的婆婆们是一例。我妈再过十年，不晓得会不会讲回广东话？  

 

  新加坡语言环境复杂多变，不停地对说话的人、听话的人和回话的人施加语言本身以外的种

种符号价值，也常负载满满尊严。长期处于这样的话语情境，多少造就新加坡人不善辞令的表现。

田野调查中就有受访者说，因为经常得考虑听话人对自己的语言选择作出何种反应和评价，为了

避免产生误会，索性不开口。生活中也经常发现，这里人们喜欢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更甚者选择

对眼前发生的事视若罔闻，身不侧、眼不视、口不语。人际磨合，造就这般的都市文化，语言到

底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  



那年跟论文指导教授谈起爸妈的语言变迁时，她听得津津有味，鼓励我往这个方向设计博士

论文题目。我的论文于是探讨三代同堂家庭的语言习惯以及语言遗产的传承。语言政策如同其他

政策，其一着眼点在于调整民众行为与思维，以便民政一心，朝往最符合国家及多数民众利益的

方向前进。回国后跟人谈起论文，有人曾问为何要浪费时间去探讨一些即将死亡的语言。国家语

言政策深入民心已是个事实，然而，语言习惯和态度往往有其双面性，露于表的态度未必就接得

上长期积累的习惯与蕴于内的信念，而语言人类学者热衷研究的，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这些差

异除了告诉我们国家政策的受落程度，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行为与思维的转承过程。在三代

同堂家庭里，因有嫲嫲爷爷维持或回归单语习惯，子孙传承语言遗产的机会较高，这里不单是生

活沟通所需，也是因为家族语言灵活性较大，没有让语言政策完全转换或被冠以负面价值。政策

未完全渗透家庭，语言遗产仍然有生存空间，但这并不代表语言政策失败，反映的应该是社会的

张力和包容性，以及语言生态的生生不息。  

 

  （作者是语言人类学者、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